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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淅派山水画审美取向及画史价值1 

赵以保 

【摘 要】：明代浙派山水画审美取向表现出独特性，在题材选择上，热衷于表现现实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强烈

的民间意识；在审美意蕴上，通过人物塑造世俗化、结构布局情节化、空间营构平面化等手法彰显世俗趣味；在审

美风格上，追求阳刚劲健之貌，体现出对生命的热爱与激情。浙派山水画审美意识，有别于两宋宫廷院体的敦厚教

化倾向；也迥异于元代文人画家的荒寒玄远追求，表现出世俗化特征，彰显出中国山水画在明代化雅为俗的审美转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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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莫是龙、董其昌等人倡导绘画“南北宗”论之后，被列为“北宗”一脉的浙派绘画，就一直受到持扬南抑北观点的

文人画论家的诋毁，被视为“狂态邪学”，不屑一顾，有清三百年，浙派在画史上几乎是一块空白[1]。浙派绘画的历史地位，至

今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浙派山水画取材民间、表现世俗，开拓中国山水画“民间世情”时空表现的新领域，为“以淡为宗”

的文人画审美趣味注入阳刚劲健之气，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深人研究浙派山水画的审美意识特征，对

于全面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具有学理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题材表现：民间意识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明代前期，创作主体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迥异于传统轩冕缙绅和文人雅士的民间职业画家创作主体群，

戴进、吴伟、蒋嵩等浙派主将都称不上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2]诚如苏珊•朗格指出的，艺术是人的情感符号，“一件艺

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3]山水画创作主体一旦发生变化，其情感符号的绘画作品也会出现

相应的新变，浙派山水画民间生活题材选择，正是这一新变的有力体现。 

（一）宋元渔樵隐逸意象表现浙派之前的中国山水画，其中的民间意识表现，只能看作是高居庙堂之上的轩冕缙绅或超然

化外的文人隐士的一种理想投射下的“他者”。诚如北宋郭熙、郭思父子所指出：“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

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

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4]郭熙正说出了深居庙堂之上的达官显贵，内心向往“丘园养素”“泉石啸傲”“猿鹤飞鸣”等属

于江湖之上常见的民间生活景象，但是这些达官缙绅又须为君王分忧，“岂仁人高蹈远引？”因此，他们需要“在实际的人生

世相之上，另建立一个宇宙。”[5]所以“轩冕才贤，岩穴上士”笔下的渔樵、商旅等民间底层生活画面，不过是他们另建立的意

象世界，例如五代关仝的《关山行旅图》，画面中虽有村落、鸡犬马驴、人来人往等，但画面巨石突兀、气势雄伟、人物悠闲、

深岩危涧，犹似仙人所居[6] ；再如元代吴镇创作的“渔父”系列题材山水画，诚如朱良志指出的：“只是表现他思考的外在形

式，泛泛苍波，与群鸥往来、烟云上下的渔者生活，是他人生境界的象征。”[7]美国学者高居翰对此种审美现象也有类似的阐释：

“在欧洲，从古罗马时代起，牧羊人和其他一些人的生活被理想化了，变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或一种神话，在这个世界里，这

些乡间的人们尽情地奏乐，作诗，谈情说爱。农民的形象不适合这样美化，因为农民显然得干重活，而在神话里，牧羊人不是

真干活，而是躺在树下瞧着羊群。中国的渔民和樵夫也是这样，他们不用耕地、种田和播种，而只需要把鱼钩放进水里，等着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Z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以保，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湖北宜昌 443002。 



 

2 

接受自然的赐物，或者在森林里捡拾柴火挑去卖了。”[8]高居翰的这段材料，描述了西方牧羊人被理想化的现象，和中国古代山

水画中的渔樵商旅意象创构如出一辙。 

“轩冕才贤，崖穴上士”们精心营构的民间意象，可以粗分为两种类型：其一，超尘脱俗型。此类山水画以清幽闲适时空

意象创构展现出自我超凡脱俗的精神品格，彰显自我远离政治阿谀与尘世污浊的高洁精神[9]，折射出画家对现实境遇的一种逃避

或超越；其二，歌功颂德型。此类山水画中的底层民间生活表现为以正面歌颂现实为目的，画境中的渔樵被用于政治教化、点

缀升平盛世，例如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诚如董其昌指出“画甚奇，名则谄矣。”[10]其点缀升平盛世的用意，在董其昌看来

都有些过头而近于谄媚。再如马远的《踏歌图》不论是画面喜庆氛围，还是画面中的题画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

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11]都明显表明，画中的农民已经是政治化、道具化的符号。 

（二）浙派“渔乐生活”表现中国山水画民间题材表现在明代浙派画家手里才真正登场。浙派山水画中，像“渔乐”“渔

父”“农夫”等民间生活题材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富有真实性。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的不同：其一，点景与特写。明代浙派之

前，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人物多为点景，例如山水画中的“渔父”题材，一般米用“一翁、一杆、一线、一舟、一水”的构图

模式，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正是这类构图模式的典型代表。而在浙派山水画中，渔樵农夫人物形象更加生活化和写实性，

人物有意被画家置于近景特写，成为画面的主角，渔民撑篙、摇橹、撒网、聚饮等日常生活情景淋漓尽致地得以呈现。其二，

隐逸与现世。中国渔樵意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姜尚的渭滨垂钓，庄子的《渔父》寓言以及《楚辞•渔父》篇等，“渔父”意象，

在中国文化中简直是隐逸情结的代名词[12]。浙派山水画中的渔樵意象，不再去追求传统“渔父”题材的荒寒隐逸之境，而是极

力彰显现世生活的欢娱氛围。例如戴进的《渔乐图》《春酣图》《关山行旅图》《春游晚归图》等山水人物画展现了明代前期

底层社会欢快生活景象，浙派画家直接以“渔乐”题名的山水画就有戴进《渔乐图》、吴伟《江山渔乐图》、蒋嵩《渔乐图》

等。其中，戴进和吴伟的《渔乐图》更为著名，画面中都描绘了渔夫、妇女、儿童、老人等众多人物，突破浙派之前“一翁、

一杆、一线、一舟、一水”的构图模式，深富生活气息，彰显他们欢聚、捕鱼、备炊、嬉戏等日常生活场面。浙派山水画中的

“渔樵”，较比于元代吴镇笔下一系列的《渔父图》有意营构的荒寒萧索画境，表现出对现世生活的迷恋与陶醉，开启整个明

代山水画世俗化审美取向的先兆。明代中晚期的吴门画派与淞江画派，虽然重树文人画审美理想，但在题材选择上已经深深地

烙上了浙派山水画热衷于日常生活题材选择的影响，将民间的渔、樵底层生活，转化为了雅集、品茗、游观、送别等文人士大

夫的日常生活，同样彰显出对现世生活的留恋。 

明代浙派山水画创作中的民间题材选择，除了与浙派画家自身出身底层民间[13]，有着大量接触民间生活的真实体验关系密

切，也与明代前期统治阶级的“重农”思想推动相关。诚如牟复礼、崔瑞德指出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

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具有这样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这是中国历史上尽人皆知的事实。”[14]朱元璋重农

思想浓厚，注重务实，对元末山水画的冷峻萧索隐逸之境很不满意，据《明画录》记载，因不称旨被朱元璋杀死的元末著名画

家就有盛著、赵原、周位、徐贲、张羽等人[15]。显然，远离人世荒寒萧索的元画已不适合新王朝激奋人心的需要，而表现日常

生活和刚健气势的绘画，才符合时代精神。浙派后学像吴伟、蒋嵩、张路等人更是创构了大量普通渔夫劳作、农夫归庄等底层

民间生活山水人物画，渔民、农夫、小贩、走卒等民间生活题材成为浙派山水画的显著特征。 

（三）浙派“民间世情”时空开拓 

浙派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独特魅力是其“民间世情”时空意象的创构。中国山水画，在汉魏时期，可以通过画像砖、

画像石、出土帛画，管窥当时山水画概貌，不论是长沙马王堆 1、3 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帛画，还是相传为顾恺之的《洛神

赋图》，整个画面，“把现实生活与想人非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16]概括来说汉魏画家意在创构“人神与共”的时空意象世

界。唐五代宋时期，中国山水画达到顶峰，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滕固称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美术的“昌盛时期,”[17]画家在意象

创构上，践行着张璨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思想，真正达到了“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化境。这一时期的山水画，

在时空意象上，意在创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境，诚如朱光潜说的在现世的生活中建立另一世界。郭熙《林泉高致》

正是这类绘画实践的理论概括：“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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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

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18]元代绘画是中国文人画发

展的顶峰，在意象创构上，创造了不同于五代、两宋的山水画景物构成的又一模式一一玄远超逸时空境界。
[19]

诚如康有为指出：

“夫元四家皆高士，其画超逸澹远，与禅之大鉴同。”
[20]

明清绘画主流是继承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如高居翰所说的，从十

一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史，是以文人画取胜的历史[21]。在时空境界的开拓方面，明清主流绘画复古继承大于开拓创新，而明代浙

派山水画却因画家主体来自民间底层，而独具特色。 

明清绘画正统以宋元文人画为宗，强调笔墨写意，诚如徐建融指出：“唐宋画是以笔墨和形象并重的，尤其以形象比笔墨

的意义更大。而到了明清画忽视了形象，而单单重视笔墨。”[22]徐建融的认识很有见地，从董其昌的高论：“以境之奇怪论，

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山水绝不如画。”
[23]

明清绘画以笔墨精妙为美，而忽视了对“境”的营构，导致了明清绘画忽

视对“时空意象”的开拓。徐建融的立论是根据明清正统文人画而言的，浙派绘画所创构的“民间世情”时空境界，则关注不

够。从戴进、吴伟、张路等流传至今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出浙派开拓了中国山水画“民间世情”时空表现新领域，再现了充满

世情的民间底层生活画面。民间底层生活，在浙派山水画中才从被理想化、镜像化投射状态下解蔽、澄明，这是浙派山水画对

中国绘画时空范式的新开拓。 

浙派山水画热衷表现现实中的民间题材，与宋元文人山水画荒寒玄远画境创构形成鲜明对照，折射出明代前期底层民众的

勃勃生机以及新王朝激奋昂扬之气。浙派山水画题材选择的民间意识，相较于宋元文人画的“荒寒隐逸”，表现出对现世生活

的迷恋，真实再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激情与欢悦。这种审美意识，在后来的文人眼里，被视为“狂态邪学”，但浙派这种艺术

追求，形成了它的独特魅力，其应有的画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二、审美意蕴：世俗趣味 

浙派山水画在审美意蕴上表现出世俗趣味，不论是笔墨线条，还是布局结构都极力彰显现世情怀和生命激情。诚如台湾学

者石守谦指出的浙派山水両雄健激情与明代前期的贵族品味关系密切，他说：“风格的存活与发展，既必须符合宫廷中文化建

设的需要，也要受统治者的制约。明代统治者的文化背景便成了举足轻重的左右力量。”[24]明代前期，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阶

层出身下层，文化素养不高，他们在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品味，单国强将其概括为“平民化的贵族品味”[25]，浙派山水画

的主要赞助人正是南京、北京等地的达官贵族，他们开始追求现世享乐和世俗生活，这种平民化的贵族品味在浙派山水画中得

到物态化呈现。 

（一）人物世俗化 

浙派山水画世俗审美趣味，首先表现为山水人物由雅转俗。宋元山水人物画中的衣冠楚楚的“雅士”形象，在浙派山水画

中变为凡夫俗子，即使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释人物，在浙派山水画中也彰显出“世情未了”。浙派主将戴进、吴伟都有道释画

传世，例如《达摩六祖图》《钟馗夜游图》《洞天问道图》等。从《达摩六祖图》图像本身来看，画卷由右至左，分别摹写了

禅宗自始祖达摩到六祖慧能的六代祖师画像[26]，画面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莫过于两位童子备炊的情景，六祖师在戴进笔下，淡化

了宗教崇高感，却有意增强世俗烟火气。在保留传统佛像服饰、体态等形式符号外，极力渗入世俗色彩，佛祖们像普通民众一

样需要吃饭、穿衣，画面中没有去着力追求郭若虚所要求的“释门则有善功方便之颜”[27]，而是反复突显日常生活中的用具，

如包袱、毛巾、水壶、饭钵、炊具等，使画面显得没有多少禅宗修行的庄严与静谧，而是繁琐的日常俗务。正如陈宝良所说的，

明代的佛、道也世俗化了。[28] 

戴进在《春酣图》《关山行旅图》《春游晚归图》《颖滨高隐图》等山水人物画中，更加鲜明地将传统意义上的雅士俗化。

例如《颖滨高隐图》，“画中人物是位疲惫的旅人，不怎么优雅地伏坐在小径上，以右手撑着休息，扶杖则硬生生地搁在面前，

往外看着观者。他的头部缩拢在双肩里，姿势未经美化，似乎声明自己是明代之人，但却居住在，或路过一个有点不太对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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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世界。”[29]高居翰之意在于此画虽是传承马、夏派对角构图技法，突显石质硬健和力度，但人物已经明显地打上明代世俗

化独特烙印，与郭若虚所要求的“儒贤即见忠信礼义之风，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隐逸俄识肥遁高世之节”[30]，大异其趣。

《颖滨高隐图》里的“雅士”形象，戴进无意于彰显他的“礼义之风”和“高世之节”，而更多地去突出其沉浸在现世生活中

的欢娱。浙派山水人物両，通过化雅人俗的审美创构，表现出浓烈的现世热情和阳刚的劲健风貌。 

（二）结构情节化 

浙派山水画在结构布局上强调情节性，诚如台湾学者高木森所指出的明代前期山水画融入了一些戏剧元素。他在《明山净

水——明岡思想探微》中，提出明代前期山水画具有戏剧化特点：“第一、人物画的题材常取自戏剧化的历史故事，如《三顾

茅庐》《武侯高卧》。第二、画面有剧场效果，因此对背景描写重视装饰趣味，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描写，也不是哲学表意或

宗教图像。第三、利用许多夸张的手法，增强人物的动作与面部表情，因此给人的感觉不是自然亲切，而是造作有力。第四、

有比较强的力感和动感，此不止于人物的动作，而且遍及笔触和线条。”[31]浙派山水画结构布局确如高木森所指出的具有戏剧

化色彩，注重情节性与装饰趣味，例如《达摩六祖图》中，将六代祖师通过岩洞、树石、流泉，既突出各自时空画面的独立，

又以山水、树石背景将六位禅师画像连贯在一幅完整的山水画时空中，使各个画像既独立又互相关联。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艺

术处理方式，达到了戏剧化效果，增强画面的娱乐性、世俗性，观众随着画卷的逐一转换，去感受六代祖师的神情风貌。日本

学者铃木敬对《达摩六祖图》的批评，“它比较大的问题是自然景物与祖师们的关系处理的过于做作，景色的描写带有叙述性，

显然有损于整个画卷的情趣或抒情性。”[32]铃木敬所批评戴进此图带有叙述性，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浙派山水画结构布局具有

情节性审美取向。 

同时，浙派山水画笔触与线条深富力度与动感，彰显阳刚劲健之貌。如《钟馗夜游图》，描绘了夜色中，众小鬼前呼后拥

服侍钟馗夜游的景象。小鬼形象刻画注重个性特征，整个画面情节连贯，画作中人物采用了铁线描、蚕头鼠尾描，线条起落转

折劲秀有力，通过这些夸张的手法，增强人物的动作与面部表情，彰显人物鲜明的个性，追求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 

（三）空间平面化 

浙派山水画审美意蕴的世俗趣味，在空间上表现为化远景为近景，有意弱化空灵意境的营构。中国山水画早在宗炳《画山

水序》中就提出：“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33]强调绘画于“有限”中体现出“无限”。中国绘画

独特的空间意识，宗白华先生概括为主体旨在：“纵身大化，与物推移”，[34]从而实现主体与世界在相摩相荡中与天地冥合，

超越感性生命的局限，获得精神的愉悦与自由。[35]中国山水画自诞生以来，向“远”的发展成为一种自觉追求，诚如陈传席所

指出的，“思想随着山水的‘远’无限地飞越，直飞到‘一尘不染’的境地。”
[36]
明代前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冲击着传统绘画

玄远超逸的化外之境审美创构，而转向更加注重现世的日常生活，目光由向往精神上的无限自由到追求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化的

日常享受。明代前期山水画中的人物比前代增多，且在画作中往往被放置于显耀位置，出现大量的“肖像”人物画，正是这一

审美趣味的有力折射。 

从空间意识上看，浙派山水画突出对传统山水画“三远”表现手法的弱化处理，表现出化远为近的审美取向。例如戴进现

存最早[37]的《归田祝寿图》，采用了略显凌乱的苔点和深重的墨色，消弱了马、夏山水画空灵与幽深氛围，突显时空平面化，

富有现实生活装饰性审美趣味。《归田祝寿图》虽作于戴进二十岁时期，已经显示出明代前期世俗化审美取向诉求，在画面布

局中有意突出中景，画面中景山峰直耸画端，截断视觉上的高远感呈现，突出平面化的装饰趣味。 

在审美意蕴上，浙派山水画通过人物塑造世俗化、结构布局情节化、空间营构平面化等技法手段彰显世俗趣味，折射出明

代前期审美意识的平民化贵族品味。浙派山水画技法上的化雅为俗、引戏剧元素入画、由远转近等手法表现出解构中国传统山

水画审美理想的倾向，当助其滋生的时代因素一旦解体，浙派山水画也将随之转衰，明代中晚期文人画论家对浙派绘画的攻击，

正是针对其世俗趣味，要求重振文人画的审美理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浙派山水画审美意蕴上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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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美风格：阳刚劲健 

浙派山水画审美意识特征，在风格上体现出阳刚劲健之貌，大斧劈皴是该派标志性手法。浙派阳刚劲健审美风格，本应与

文人画的“简淡”“阴柔”审美趣味形成互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随着文人画审美理想逐步占据中国山水画的主导地位

之后，浙派山水画的“阳刚劲健”风格也就长期蔽而不彰。诚如陈传席指出的，“中国审美意识的总趋势沿着两条线一个方向

向前发展。其一是文人思想渐趋雌化和阴柔化；其二是南方审美意识渐居主流，最后领导全国。”[38]这一总趋势，在中国山水

画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劲健、阳刚”审美趣味不断被批评为“邪俗”，而“简淡、阴柔”逐步确立为“正宗”。 

美国学者班宗华对浙派绘画的审美开拓性也有论及，“浙派强劲、雄健的画风，正是创作者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狂放不羁的

人格理想的表征，这种精神与其外显的风格，正是中国历史上绘画乃至其它艺术形式在正统途径之外求变的一个出路。”
[39]

班

宗华所说的“狂放不羁的人格理想的表征”，有些拔高，但是它是中国绘画正统途径之外求变的一个出路，确为的评。显然，

班宗华是从绘画风格的角度而言的，浙派山水画在题材选择和审美意蕴上所表现出的世俗化特征，进而开拓的“民间世情”时

空境界，也是浙派山水画在正统之外求变的一个出路。可惜的是由于浙派绘画创作主体的身份低下，文化修养不高，以卖画为

业，导致了浙派对中国画开拓性实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诚如皮道坚指出“‘浙派’概念的具体化、明朗化过程，同时也

是浙派绘画日益衰落的过程。”
[40]
在明清画论家中“浙派”二字，简直就是“贬义”的代名词

[41]
。 

中国撰写绘画理论者，首先看重的是画家的人品与身份。北宋郭若虚直接提出：“气韵，必在生知，……人品既已高矣，

气韵不得不高。”[42]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也把画家的“品质”看成能否画出好作品的关键，“高明不俗之友为之，方能写

出胸中一点洒落不羁之妙。”[43]浙派画家出身底层、以卖画为业，很难被列入唐志契所说的“高明不俗之友”。陈师曾在《文

人画之价值》一文中也指出：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44]按照陈师曾指出的文人画四要

素，浙派都不占优势，其绘画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戴进之后的“浙派”后学，笔墨上更为粗率、狂放，诚如李开先在其《中

麓画品》中指出：“吴小仙如楚人之战巨鹿，猛器横发。”[45]加上文人画论家的不断攻击，整个浙派绘画开始名声狼藉，作品

更不为收藏家所重视。浙派对中国山水画时空意象的开拓意义，也随着浙派名声的不断狼藉，而被煙没。 

元明移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代前期统治阶层的“平民化贵族品味”，促使了浙派画家得以隔代承续南宋

院体马、夏派的劲健画风，形成了其独特的阳刚劲健审美风格。李开先的《中麓画品》极为推崇浙派的这种劲健画风，“戴文

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吴小仙如楚人之战巨鹿，猛器横发，加乎一时。”[46]从戴进、吴伟、蒋嵩等浙派主将存

世山水画作品，也不难发现，山石多以大斧劈皴刚线勾勒，大笔挥洒，气势磅礴。例如吴伟的《长江万里图》，笔墨纵横，左

右挥洒，一气呵成。浙派后学笔墨纵横更甚，诚如明代屠隆攻击浙派山水画：“郑颠仙、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

汪海云辈，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47]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浙派山水画具有劲健审美风格特征。随着明代社会环境的

变化，苏州经济的发展，文人品味重新占据画坛，晚明董其昌进一步规范“文人画”，提出“南北宗论”，自此，中国山水画

确立“以淡为宗”的审美标准。 

学界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更倾向于陈传席先生对“南北宗”根本之别的观点，“两宗画皆

是以流露主观情绪为主的，动和静才是两者区别的根源之地。”[48]陈传席用动与静来区分“南北宗”颇有道理，“静”就是阴

柔、悠淡，“动”就是快猛躁动[49]。从沈灏攻击“北宗”画“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幹、伯驹、

伯骑、马远，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孤禅，衣钵尘上。”[50]沈灏概括北宗画特征为“挥扫躁硬”，也是强调其

“动”的特质，北宗画以“劲健”为特色，而“南宗”以“阴柔”为美。随着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巨大影响，中国山水画正

统逐步确立体现“静”的“阴柔”为宗的审美标准，而北宗，尤其浙派所开拓的民间世俗、阳刚苍劲审美取向，没有得到应有

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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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倡导的“以淡为宗”审美标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笔与墨的对立，他说：“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

勾斫之法，其初为张操、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51]南宗重墨，并且是秀润的渲淡；北宗重

笔，体现在刚性的斧劈皴。二是自娱与他为之别，南宗画家多为清高不俗之士，不愿为任何人服务，作画出于“自娱”。北宗

多以服务于贵族的院体画家为主，作画精工，服务他人。三是墨戏与精工的不同。董其昌指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

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52]董其昌倡导的正是那种“解衣盘礴”

“一超直入如来地”一类的画，反对那种“其术亦近苦”的“精工”之画。随着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南宗”绘画审

美风格左右了中国绘画在清代三百年的发展。诚如王世襄指出的，“有清三百年之画坛，尽属南宗之天下，造成之者，玄宰一

人之力也。”[53]山水画的不断发展，笔与墨，不可偏废；自娱与社会担当也应并行不悖。山水画在有清一代，注重继承“以淡

为宗”“自娱为乐”的传统，而忽视对“体物象形”“阳刚劲健”“民间世情”的弘扬，为其在近代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中国画在近代的衰败，康有为曾指出其原因正是对院体精工技法的遗忘，他说：“士大夫作画，安能专精体物？势必自写

逸气以鸣高，故只写山川，或间写花竹，率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铃。此以别派则可，若专精体物，非匠人毕生专旨为之，

必不能精。中国既摒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54]康有为的批评尽管有些偏激，但中国画的发展，“南北宗”传统皆

不可偏废。诚如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记恽向论画：“南北派虽不同而致，各可取而化。故予于马夏辈，亦偶变而为之，譬

如南北道路，俱可人长安，只是不走错路可儿。”
[55]

陈传席也指出：“董其昌的‘自娱’说实是要画家放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感，只管自己快乐。南宋的李唐等人正是基于振兴国家和驱赶强敌的强烈义愤，在绘画上有所流露而形成的一种刚猛风格。董

其昌站在自己以‘自娱’为目的、以柔淡为面貌的艺术观上，排斥李唐、马、夏，自有其故、其理的。若从正义的立场以及艺

术的功能上看，却是十分错误的。”[56]“以淡为宗”画风在清“四王”之后，逐步远离了物象与现实生活，成为了一种程式化

的笔墨游戏，严重阻碍了中国画的生命活力。近代黄宾虹、傅抱石等人对中国山水画的重振，正是摈弃“四王末流”文人画的

柔弱萎靡、毫无生气，重举大气磅礴、阳刚劲健大旗。 

总而言之，浙派山水画审美意识特征，与其创作主体有着大量民间底层生活体验关系密切，也与明代前期统治阶层的平民

化贵族品味推动相关。浙派山水画的民间日常生活表现，拓展了中国山水画的题材范围。浙派山水画继承南宋马、夏派笔墨苍

劲的技法，通过对山水画中的人物世俗化，结构情节化，空间平面化，极力彰显现世的生活享受和阳刚的生命激情，与宋元文

人山水画荒寒萧索之境，迥异其趣。浙派山水画因其创作主体的出身低微，长期以来，其独特价值蔽而不彰，其山水画民间世

情时空开拓和阳刚劲健风格表现，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其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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